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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由于新闻的专业化发展和市场化运作，固定采访线路成为媒体的主要新闻来源。固定采访线路的

形成导致社会精英控制了新闻的话语权。在大数据时代诞生的数据新闻去除了固定采访线路作为主要新闻来

源的功能。相应地，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也消解了社会精英在新闻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数据新闻使新闻业

更符合新闻实践的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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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闻：社会精英话语权的消解

数据新闻，又称为数据驱动新闻。欧洲新闻学中心

和开放知识基金会倡导编写的 《数据新闻手册》 指出，

数据新闻就是用数据处理的新闻，是把传统的新闻敏感

性和具有说服力的叙事能力，与海量的数字信息相结合

的新闻。 ［1］ 而德国之声电视台记者米尔科·劳伦兹则通

过工作流程来界定数据新闻：通过反复抓取、筛选和重

组来深度挖掘数据，聚焦专门信息以过滤数据，可视化

地呈现数据并合成新闻故事。 ［2］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已成为新闻的发展趋势，得

到了国内外业界、学界的不少关注。综观国内外的文献，

目前人们基本是从新闻生产流程与实践、新闻呈现形态、
新闻行业发展、数据新闻案例等角度进行论述，鲜有从话

语权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而本文以为，数据新闻的深刻

影响应是对社会各种精英们的话语权的消解。

当新闻实践遭遇专业化：
固定采访线路成为主要新闻来源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媒体的力量有

限，除了预先策划和偶尔巧遇的事件之外，媒体人员很难

亲眼目睹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随着新闻实践的专业化

发展和市场化运作，新闻越来越追求时效性和客观性，并

极力避免滞后性与倾向性。但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

多而详尽的新闻素材，并进行不偏不倚的报道，这是不现

实的。因此，媒体必须借助外力互相合作才能顾全整个报

道范围。
与此同时，一方面，媒体发现某些部门或人员因为工

作性质而掌握着许多新闻事件的素材，且其中部分人物因

为身份地位的原因本身就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从而成为新

闻素材。于是盯梢、窥探行为大为盛行。另一方面，掌握

着新闻素材的相关部门与人物，为避免媒体为填充版面而

寻找新闻素材的窥探，便于自己对事件的界定与管控，他

们也需要媒体的合作。
因此，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固定采访线路、通讯社便

应运而生。西方媒体的固定采访线路通常是下表所列三大

类地方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尤其是自媒体诞生之前，上述的

固定采访线路对于媒体来说几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借助

着上述的固定采访线路，新闻采访与写作变成了一种标准

化的作业方式，即记者每天的工作流程是：先去自己负责

的固定采访线路转一圈，根据需要采访相关人物，然后进

行写作，完成之后上交给相关编辑编发。
显然，固定采访线路的形成是新闻媒体与新闻来源的

双赢。对新闻媒体来说，一是为“敞开大口，嗷嗷待哺”
的媒体这只“野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二是避

免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搜索新闻素材；三是让记

Ⅰ.需日常关注的“信息源”
Ⅱ.发表声明和主持

记者招待的机构

Ⅲ.发表声明、

寻求知名度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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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警察 （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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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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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陆军、海军、空军

①名人

②公众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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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身份由见证者转变成为采访者，这使得新闻更为客

观，且避免了被控告不实的风险，因为可以引用新闻人物

的话语。总之，固定采访线路为新闻媒体增加了素材，降

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避免了风险。对新闻来源而言，

它为相关部门与人物掌控社会提供了免费而效力强大的渠

道、资源，使得他们由被动应付转为主动出击。
新闻媒体的固定采访线路绝不局限于个别或部分国

家，而是风靡全球的一种做法，譬如针对中国而言，各级

政府的各个机关都是相应级别媒体的主要采访单位与新闻

来源；其次是各类企事业单位，再次是各界名人、明星；

最后是各种非盈利的组织、机构。

当新闻实践遭遇固定线路：
社会精英控制新闻话语权

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中，只有处于塔尖部分的部

门和人物才真正掌握权力、掌握关键信息。无疑，传统的

固定采访线路几乎控制着一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内容基本

属于金字塔塔尖部分。同时，记者在采访这些组织时，并

非组织的所有人员都能成为新闻来源。而是塔尖的人

物———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即组织的高层人员或关键人

物才能掌握全局的信息，才能掌握发生在本组织、甚至全

国的相关信息，上述社会精英才是真正的新闻来源。采访

这些社会精英毋庸置疑就成为遵循新闻客观性的最佳选

择。因此，当新闻来源遭遇客观性原则，其结果便是“新

闻就是权威新闻来源所告诉记者的” ［4］。当人们不仅要知

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时，诠

释性新闻便涌现出来。当诠释性新闻追求客观性原则时，

另一类社会精英即各类专家学者便进入了媒体与公众的视

野。媒体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采访者”的身份，大量引述

这一类别的社会精英的话语。借此机制，专家学者便加入

了政府官员、各机构发言人的行列，成为各种事件、议题

的权威诠释者。
新闻客观性遭逢政治、经济、学界等社会精英，使得

大众传播媒体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记录者：他们只是记录

别人所定义的议题、别人所提出的问题、别人所提供的答

案、别人所采取的行动、别人所遇到的冲突。 ［5］ 例如，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被公认为是美国最好的两

份报纸，一直以富有批判性、自由主义以及敢于揭露政府

阴谋闻名。它们在很长时间位居美国新闻出版业榜首，且

被当作是世界各地媒体的典范。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它们采

写的新闻受官方影响的可能性最小。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

新闻采编力量，这使它们无需依赖官方的新闻稿或通讯社

的稿件。然而美国学者利昂·西格纳对这两家报纸的新闻

内容的研究发现颠覆了人们原有的印象，因为这两家报纸

同样是记录政府官员话语的媒体。政府官员 （包括国内或

国外） 是最重要新闻的来源，比例近 3/4，只有 1/6 的新闻

源自政府之外，更只有少于 1%的新闻是基于记者们自己

的分析。70%~90%的新闻内容都来源于新闻制造者们完全

或基本控制的形势。这表明，传统新闻的内容依然主要是

政府官方提供的准备好的信息。 ［6］

社会精英控制新闻话语权不仅体现在建构事件框架

上，而且体现在新闻操纵上。操纵新闻包括操纵新闻发布

的时间、为媒体设置议程、遮蔽某些事件不让曝光等。如

我国 2014 年公布贪官报道具有“周一拍苍蝇，周五打老

虎”的规律。又如美国白宫负责媒体传播的人员每天召开

会议来决定“我们今天想让新闻媒体报道什么以及怎样报

道”的此类问题。 ［7］ 新闻操纵最集中体现在一国的军事

行动期间，相关部门不但实时地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记

者招待会，还为记者们准备充分的资料和新闻通稿，同时

还安排军事人员陪同记者前往前线采访。
社会精英作为新闻来源无疑是社会精英对话语权的控

制，作为新闻人物也是他们霸占话语权的表现。一般来

说，媒体工作人员认为，社会精英由于具有较高的身份和

地位，因此他们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如美国《圣路易邮

讯报》总编辑曾指着一条头版新闻指出，尽管他知道那是

一篇谎言，但他必须登它，因为它是重要官员的说词，那

位官员的名字和头衔让那段话具有新闻性。 ［8］ 因此，当

新闻界遭遇具有高价值的新闻来源便必然产生新闻。即便

“没有新闻”本身也是一条大新闻。 ［9］ 正因如此，媒体上

到处充斥着各种社会精英的新闻，其中不少是没有价值的

新闻，报道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绝大多数的名人八

卦新闻便属此类。
正是上述社会精英的身份地位决定新闻价值的逻辑，

导致在不少事件中本是新闻人物的普通民众，其身影和

声音是否在新闻中得到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记

者能否找到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或利益集团来传达公众

的声音 ［10］，或者即便呈现普通民众的声音，也是从社会

精英的视角进行。这一点显见于诸多的灾难新闻和群体

性事件报道，其重点报道是领导的事后救灾“表演”，而

不是灾民、灾难本身；是领导处置、应对事件态度的

“颂扬”，而不是民众的真正诉求。
新闻实践一旦依赖了固定线路，媒体便沦为社会精英

们的“传声筒”，对于精英群体不想告诉公众的内容，媒

体或者故意隐瞒而无从了解，或者为谋求长期合作、为获

得独家新闻而主动屏蔽，或者因长期合作导致移情和价值

观念的认同感而丧失公正的评判意识。这便是美国水门事

件暴露的原因：负责揭发水门事件的两名《华盛顿邮报》
记者，在涉入水门案报道之前从未参与白宫的新闻简报流

程。这一状况同样典型地体现在我国 2003 年北京非典的

传播历程中，当仅北京 301 医院的非典患者就已达 46 例

之时，媒体却还在援引北京市原市长只有 22 个病例的说

法。直至 10 天之后，媒体报道的病例数据才被认为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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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可信的。他们的报道理念确实如出一辙：无论是前期的

瞒报、少报，还是后期的据实报道，都是建立在官方的意

愿之上，而不是自己调查的基础之上。
社会精英对新闻话语权的控制无疑造成了这个时代的

传媒的一大特色：“它在骨子里是一种势力，是一种献

媚，是媒体与名人的共舞，在其深处隐藏着某种很难换算

的交易。” ［11］

当新闻实践遭遇大数据时代：

数据新闻去除固定采访线路

在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数据正在成为一种新兴资

产。一方面，传播科技的发展，在满足和完善人们某方面

的行为需求之外，还或主动、或被动搜集了大量数据。这

一数据的庞大可由上网人数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人数说明，

据国际电信联盟估算，2014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接近

30 亿，其中社交媒体用户数量接近 19 亿。 ［12］ 另一方面，

各个国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掌握了大量数据，尤其是政府

掌握了大量核心数据。在提升民主决策和政府透明度等民

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些数据面临着开放、公布的巨

大压力和强烈需求。在这一语境下，在美国政府 2011 年

倡议下，全球正逐渐形成“数据开放联盟”，4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纷纷加入该联盟。该联盟的 《开放数据晴雨表：

2013 年开放数据全球报告》旨在对各国和地区开放数据的

实施情况进行排名，从而达到逼迫各国政府、企事业单位

开放各种数据的目的。
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据处理技术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大规模数据的综合处理能力

已经大大提高，以致计算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上述各种复

杂数据进行处理。大量的、充裕的数据和快速的数据处理

技术的结合，导致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当新闻实践遭

遇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便应运而生。
数据新闻工作流程通常为三步：抓取数据、分析数

据、数据故事化与可视化。而这些数据基本都是已经公开

的数据 （或者是政府公开的，或者是通过软件在网络上抓

取的，或者是某些机构出于某种正义、民主诉求而泄露

的。《卫报》、英国广播公司 （BBC）、《纽约时报》、《华

尔街日报》所制作和 《数据新闻手册》所公布的数据新

闻，其所利用的数据基本都是从这三种途径获得 ［13］，而

不是从以往的固定线路挖掘而来，因此数据新闻的生产基

本削弱了新闻固定线路以及社会精英的配合。这说明在数

据新闻的生产中，固定线路、社会精英已基本丧失了其作

为新闻来源的地位。例如，政府财政预算无疑会对普通居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这显然是一项专业和繁复的

公共政策。在大数据时代之前，如果要对此进行报道，媒

体通常只能采访社会精英，包括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关键人

物和相关的专家学者，在报道中转述他们所分析指出的财

政预算对普通居民的影响。但在财政预算的详细数据公布

之后，BBC 制作了数据报道《预算计算器：2012 年财政预

算将如何影响你？》。这一篇报道通过一些灵敏的指标建立

起个人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用户只需在界面上输入一

些日常个人支出和收入信息，就能自动计算出按照新预算

方案，会让纳税人缴纳多少税额。 ［14］ 又如，在传统的新

闻实践中，要想获得伊拉克战争中人员伤亡情况，只能依

赖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层领导提供的数据，媒体只能转述他

们的表述。但在大数据时代却明显不同，如《卫报》的数

据新闻《伊拉克战争日志》，使用维基解密数据和谷歌免

费地图软件制作了一幅点图，将伊拉克战争中所有的人员

伤亡情况均标注于地图之上，一个红点代表一次死伤事

件，地图上密布的红点触目惊心，多达 39 万点。这则报

道引起英国社会震动，很大程度推动了英国做出从伊拉克

撤军的决定。无疑，这些数据被官方和军方刻意隐瞒，如

没有维基解密网，传统媒体很难获取。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的生产不仅去除了固定采访

线路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作用，甚至还可挖掘出社会精英

不知或故意隐瞒的新闻线索。如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

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但全球的公共卫生机构获知流

感病例却需要两周左右，对于飞速传播的疾病，这种信息

滞后两周的后果是致命的。谷歌公司利用每天都会收到来

自全球 30 亿条的搜索指令，2008 年就通过分析人们的搜

索记录来判断这些人是否患上了流感以及流感是从哪里传

播出来的。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爆发之后，谷歌的这一

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分析为全球的公共卫生机构提供了

更有效、更及时的指标。
当然，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能去除固定线路作为主

要新闻来源的作用，除了因民主运动而导致的数据开放之

外，更在于社会化媒体的普及、物联网的实施与运用，即

世界的数据化。而物联网技术则意味着，任何时间地点都

可以在互联网上查询到任何物体的状态数据，如同现在的

快递包裹数据一样，这些数据的易得性无疑为记者获取相

关新闻线索提供了诸多便利，而使他们不再受制于原来的

固定采访线路。

当新闻专业化遭遇数据新闻：
消解社会精英话语权

数据新闻对精英话语的解构、否定的功能在其出现之

初便得以呈现。1821 年《卫报》创刊号上出现了第一篇被

称之为数据新闻始祖的报道，该报道用数据调查的方式有

力地反驳了官方发布的接受免费教育儿童数量的说法。 ［15］

数据新闻不仅削弱、去除了固定采访线路和社会精英在新

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毫不费劲地解构、颠覆他

们的话语，如 2011 年伦敦骚乱爆发后，英国政界发表声

明：一是将骚乱归罪于如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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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传播谣言，煽动骚乱，因此要求关闭社交媒体。
二是指出“骚乱与贫困无关”。《卫报》与学界合作组建

“解读骚乱”数据新闻团队，分析了 260 万条关于骚乱的

Twitter 信息，对它们进行了内容编码：重复、驳斥、质

疑、评论，以确定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是否煽动了骚乱。
他们发现 Twitter 不仅没有加剧谣言传播，反而在纠正谣言

和动员民众恢复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上已述，新闻在实践发展过程中由“对新近发生的

事实的报道”变为了“权威新闻来源所告诉记者的”，是

媒体趋利避害的结果，即为了使新闻更客观、更全面、更

具时效，并避免媒体陷入被控告的风险的做法。但事实

上，社会精英往往由于主观因素而让新闻偏离客观的轨

道。这些主观因素是他们出于种种权益目的，通过或淡

化、或强化、或隐瞒、或凸显等各种手段操纵新闻，客观

因素则是由于人类认知具有必然局限性的缺陷。但是大数

据时代的数据新闻却因其有庞大的数据，甚至有时是“样

本=全体”的数据做支撑，所以无疑更为精确、更为客观。
也正是因为与社会精英个人的观点、说法相比，庞大的数

据或者说几乎是全体的数据，因此更具精确、客观性，才

使得社会精英们在数据面前不再辩解、发声，数据新闻从

而成为媒体的宠儿，并代表了新闻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新闻实践遭遇大数据时代，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社会精英为了种种目的而有意隐瞒相关信息，从而帮助

公众更好地了解事件真相和现实面貌，还可以避免公众

“被代表”，从而倾听到每一个公民所发出的声音。众所周

知，在获取和分析全体数据困难的时代，为了获得大众的

声音，通常采取两种做法：一是抽样 （主要是国外的做

法），二是代表 （主要是国内的做法）。在抽样中，随机抽

样一向被认为是最为科学、最为精确的方法。但它的精

确、成功是建立在绝对随机性和诸多局限之上。绝对随机

性在实施过程中非常困难，一旦采样过程中存在任何偏

见，分析结果就会相去甚远。 ［16］ 而代表的选取显然具有

非常强烈的主观性，这导致结果往往是不用人们猜测便可

预测，如我国各种各样的调价听证会已被人们戏称为“涨

价公示会”。在社会化媒体普及的今天，搜集全面而完整

的数据乃至全体数据已经越来越成为可能。
不可否认，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人们所发出的

声音遵循着幂律分布，众值的分布依次形成了一条急剧倾

斜向下和一条长长的尾巴的曲线。幂律分布虽然意味着社

交媒体上存在着舆论领袖，即这些人的粉丝数量非常之

多，有些甚至相当于以往大众媒体的受众数量。与此同

时，绝大多数的人发言不多，粉丝更少。他们的声音是如

此之微弱，以致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往往被忽略，而成

为“沉默的大多数”。但在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抓取、
分析技术的成熟导致“样本=全体”的理念，因此他们的

声音很容易被倾听、被分析。正因如此，社交媒体不存在

典型用户，“源于考虑平均值的那些思维习惯变得毫无用

处而且是有害的”，需要考察集体的行为而不是专注于诸

如舆论领袖这样的个体用户。 ［17］ 在大数据时代，如果真

想了解民意，完全可以不用“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召

开，而是让受众在一个网络平台投票，或者抓取社交媒体

上的信息分析得出。数据新闻不再依赖社会精英的诠释，

转向依赖庞大数据所显示的结果，说明新闻客观全面地

“描绘社会的总体真实”已经不远了。总之，从表面上看

来，数据新闻引起新闻业的震荡表现在新闻实务的变化，

但事实上，深层的变化应该是对固定消息来源作为主要新

闻来源的削弱与去除，对社会精英话语权的解构与消解，

并使新闻更具客观、全面、公正的专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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